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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摘要：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是多种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而如何提升转型绩效是当前中国制造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但学界针对此议题的深入研究尚较为缺乏。对此，首先对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概念作出定义并分析其内涵要素；其次，鉴于组织、团队或个体的绩效水平会受到其能力（ability）、动机（motivation）和机会（opportunity）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动机-能力-机会”（AMO）理论框架构建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影响因素的组态模型；最后，采用面向全国制造企业的103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并结合典型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分析企业转型能力（企业动态能力、企业知识禀赋）、转型动机（内在转型需求、外部竞争压力）以及转型机会（政府政策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对于样本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的组态效应。结果表明：能力、动机和机会均无法单独构成制造企业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必要条件；存在8种会导致企业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条件组态并可归纳为能力主导机会支持型、动机主导能力支持型、动机主导机会支持型、机会主导能力支持型和能力、动机、机会兼备型五大组态类型；有1种条件组态会导致企业非高智能化转型绩效，可归纳为能力、动机、机会兼不具备型。由此得到启示：制造企业在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须重视对自身能力、动机和机会三者情况进行综合性考量，结合实际选择合理的转型升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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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s the result of the synergy of multiple factors, and how to improve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is currently the main challenge faced by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in-depth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n this regard, this study first defines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analyzes its connotation. Secondly, considering that the performance level of organizations, teams, or individuals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ir ability, motivation, and opportunity, a configuration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Ability-Motivation-Opportunity" (AMO) theoretical framework. Finally, using 103 valid questionnaires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cross the country, combined with typical cases,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fsQCA)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s of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bilities (dynamic capabilities, knowledge endowments), transformation motivations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needs, external competitive pressures), and transformation opportunities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of sample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bility, motivation, and opportunity alone cannot constitut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high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re are eight conditional configurations that can lead to high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in enterprises,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five configuration types, including “ability-led opportunity-supportive”, “motivation-led ability-supportive”, “motivation-led opportunity-supportive”, “opportunity-led ability-supportive” and “ability-, motivation-, and opportunity-combined”. There is one type of conditional configuration that can lead to non-high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in enterprises,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ability, motivation and opportunity non-availability”. From thi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must pay attention to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ir own abilities, motiv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and upgrading to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choose a reasonabl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ath based on actu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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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制造业迎来了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与快速变化的客户需求驱使下，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制造成为传统制造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主攻方向。然而，现阶段中国传统制造企业的智能化转型状况仍不容乐观。根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发布的《智能制造成熟度指数报告2022》[1]，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仍有63%的制造企业处于低智能化水平阶段，同时仅有4%的制造企业具备了成熟的智能制造能力。此外，不同行业间智能制造水平也表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例如，汽车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高端制造行业相较于其他行业（如金属制品业、造纸业等）表现出较大的领先优势。制造企业智能化水平发展的不成熟性与不均衡性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影响因素。在此背景之下，如何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企业的智能化转型绩效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bookmark: _Hlk86654158]现有相关研究围绕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议题，从转型外部环境、转型主体资源以及转型主体动机和能力等视角针对其驱动因素进行了诸多探讨。基于转型外部环境的研究强调政府政策导向（如孟凡生等[2]的研究）、行业竞争水平（如陈庆江等[3]的研究）和市场规模化程度（如李健旋[4]的研究）等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对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的驱动作用。而基于转型主体资源的研究则关注制造企业内外部资源配置对其智能化转型的影响（如孟凡生等[5]的研究）。最后，如王影等[6]、孟凡生等[7]、池毛毛等[8]从转型主体动机及能力视角出发，探讨了效果推理、环境感知、创新柔性、信息技术（IT）能力等动机及能力层面因素对于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的驱动作用。上述研究均是对单一影响因素展开探讨，然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是多种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仅探讨单一影响因素存在局限性，学者们开始以组态的视角对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驱动因素展开研究，例如，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李晶等[9]以及赵艺婷等[10]的研究均表明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是多个前因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多种前因组态；杨瑾等[11]运用多案例扎根方法识别了影响装备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的6个因素，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将其进一步确定为4种前因组态。这些研究成果提升了学界对于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驱动因素的认知，对于当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如此，现有相关研究仍存在着改进空间。具体而言，现有研究多关注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的驱动要素，对于“如何提升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这一议题则缺乏探讨。而通过分析中国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现状可知，现阶段制造企业所面临的难题不再是简单的“转型与否”问题，而是如何有效地开展转型活动以提升其智能化水平，即“如何提升制造企业的智能化转型绩效”问题。因此，在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有必要针对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的影响因素展开进一步探讨。根据“能力-动机-机会”AMO理论，组织、团队或个体的绩效水平会受到能力（ability）、动机（motivation）和机会（opportunity）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12]。据此，本研究采用组态视角探究能力、动机以及机会层面因素对于中国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的组态效应。
1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学界就开始探讨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的内涵，在至今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该内涵的界定经历了从起初特指生产工艺流程智能化到如今包含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的演变[13]。依据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定义，本研究将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定义为：一种将智能制造技术运用到企业设计、生产、管理以及服务等价值链各个环节，以实现企业经营方向、运营模式以及组织方式等的整体性转变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绩效是指组织、团队或个人在一定的资源、条件和环境下完成任务的出色程度，是对目标实现程度及达成效率的衡量与反馈。因此，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可被视为对于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达成程度的一种衡量。
根据AMO理论，绩效高低是能力、动机和机会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2]。其中，能力指的是组织或个体的技能与知识，只有具备充分的能力才能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动机是指组织或个体采取行为的意愿，动机强烈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组织或个体在工作中的投入和热情程度；机会则指的是推动组织或个体行为的内外部支撑，合适的机会为具备能力和动机的个体或组织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平台。3种因素间互为补充，共同影响组织或个体的最终绩效[14]。
1.1  转型能力：企业动态能力与企业知识禀赋
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的高低首先会受到企业自身转型能力的影响，将其归纳为企业动态能力和企业资源禀赋两个方面。其中，动态能力作为企业快速适应动态复杂的外部环境的关键性能力，被认为是影响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的核心要素[3]。根据定义，动态能力是指企业通过扫描外部环境发现机会，并据此整合、协调企业内外部资源以应对动态复杂的外部环境的一种高阶能力[15]。Pavlou等[16]将动态能力细分为感知能力、学习能力、整合能力和协调能力。当制造企业拥有较强的动态能力时，其通常能够快速察觉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从中识别潜在的机会与威胁，这使得制造企业对于智能化转型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例如：政策支持、竞争压力）拥有充分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具有高动态能力的制造企业能够通过学习、模仿其他企业智能化转型成功经验，协调企业内部资源、整合企业外部资源等方式应对智能化转型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和不确定性，从而大大地提升其智能化转型成功率。因此，制造企业自身动态能力的高低会对其智能化转型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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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的组态效应模型

此外，制造企业所拥有的知识性资源的丰富程度也会对其智能化转型绩效产生影响。根据资源基础观观点，当企业拥有稀缺的、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内外部资源时，企业更可能取得竞争优势[17]。而知识性资源作为企业资源中的一种，在影响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上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根据分类，企业的知识性资源通常包括企业创造和拥有的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技术专利、企业专有知识、技能或诀窍等）、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即存在于人力资源中的各种知识以及利用知识的能力）等方面[18]。具备较强知识禀赋的制造企业在采纳新兴技术、实施战略转型方面往往处于引领者地位[3]，其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为其智能化转型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而丰富的智力资源则能够有效地减少制造企业在智能化转型过程中出现“走弯路”的现象，因而，这类企业更可能凭借其优势性的知识资源实现更高的智能化转型绩效。
综上所述，企业动态能力和知识禀赋作为能力层面因素，会对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1.2  转型动机：内在转型需求与外部竞争压力
转型主体的智能化转型动机和意愿是其持续推进智能化转型活动的内在动力，因而，转型动机的强弱将会直接影响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的绩效。从现实情境出发，考虑制造企业的内在转型需求和外部竞争压力两个方面因素对于其智能化转型绩效的影响。其中，内在转型需求指的是企业为更好地提升组织适应性、满足市场需求或提高生产效率而形成的对于开展智能化转型活动的需求。当制造企业具有较强的智能化转型内在需求时，其更倾向于制定完善的智能化转型战略并投入充足的人力、财力和物质资源，以确保其智能化转型能够取得满意的成效。因此，内在转型需求将通过激发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的主动性促使其实现高水平的智能化转型绩效。
此外，外部竞争压力也是推动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在面对较大的外部竞争压力时，制造企业无论是出于主动意愿提升自身智能化水平抑或是出于同群效应被动采取类似策略[3]，其都将面临智能化转型抉择。且相较于外部竞争压力较小的企业，面临较大外部竞争压力的制造企业更可能发展出强大的企业能力，例如环境感知能力、资源获取能力等，而上述能力有助于制造企业获得更高的智能化转型绩效[5]。
综上所述，内在转型需求和外部竞争压力作为动机层面因素，会对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1.3  转型机会：政府政策支持与数字基础设施
除了能力和动机层面的因素之外，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的高低还将受到机会层面因素的影响，典型如政府政策支持和数字基础设施。其中，政府政策对于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通过提供诸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产权保护等政策倾斜，政府政策支持能够有效减轻制造企业在智能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成本压力与潜在风险，从而大大提升其智能化转型意愿以及转型绩效[19]。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也将对制造企业的智能化转型绩效产生影响[20]。数字基础设施指的是以数据创新为驱动、通信网络为基础、数据算力设施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5G、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以及在此类技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各类数字平台。作为技术支撑，数字基础设施在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8]。一个较为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不仅能够有效驱动制造企业开展智能化转型活动，同时也有助于制造企业制定契合的智能化转型战略及方案，从而实现高水平的智能化转型绩效。
综上所述，政府政策支持与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机会层面因素，同样会对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1.4  能力、动机与机会的联动作用
在分别探讨能力、动机和机会3个层面因素对于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影响的基础之上，本研究基于组态视角进一步提出三者对于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的影响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以一种联动匹配的形式共同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制造企业所拥有的转型能力、所具备的转型动机以及所面临的转型机会共同影响其智能化转型绩效。多重条件之间的并发协同效应在不同的匹配情境下既可能出现相互强化，又可能出现相互抵消的现象，因此，针对制造企业转型能力、转型动机以及转型机会三者对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的组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基于组态视角，采用fsQCA方法对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多元影响因素间的组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社会学家Ragin[21]提出，该方法使得研究者能够基于整体观视角对导致特定结果的多种前因变量的组态效应进行探讨，因而被认为更加贴合组织情境以及更能揭示组织结果背后的因果复杂性[22]。此外，相较于传统的定量研究（如回归分析）与定性研究（如案例研究）方法，QCA方法的优势还体现在：第一，QCA方法对于研究样本的要求介于大样本统计检验与小样本案例分析之间，这既满足了研究者对于典型案例间细节特征的把握，又使得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外部推广性[23]。第二，研究者可以通过QCA方法识别多元条件之间的适配与替代关系，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差异化的条件组态会导致相同结果的产生，即殊途同归效应。第三，QCA方法主张因果非对称性，即导致结果产生的前因条件的否集并不一定就是导致结果不产生的原因，因此，研究者可以通过比对导致结果产生与不产生的条件组态，增进对于特定条件的作用的认知。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包含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以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在内的三大类别，相比于前两大类别，fsQCA引入了隶属度的概念，能够进一步优化变量的类别划分以及处理程度变化的问题[22]，因而近年来被管理学领域的研究所广泛地采用。
2.2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结构式问卷的方式对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制造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在量表设计上，采用5分制的Likert量表设计对所有变量进行测量。在具体题项设置上，参考Pavlou等[16]的研究来设计企业动态能力量表，包括感知能力、学习能力、整合能力和协调能力4个维度，示例题项如“本公司能先于多数竞争者察觉环境的变化”；参考Miller等[24]的研究来设计企业知识禀赋量表，示例题项如“相较于同行业中的其他企业，本公司拥有较大的产权优势”；参考Ryan[25]的研究来设计内在转型需求量表，示例题项如“智能化转型对于本公司发展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参考孟凡生等[2]的研究来设计外部竞争压力量表和政府政策支持量表，示例题项如“本公司所在的行业竞争性较强”以及“政府会为本行业企业提供智能化转型的政策性补贴”；在参考池毛毛等[8]的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研究情境设计了数字基础设施量表，示例题项如“本企业所在地市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最后，借鉴埃森哲[26]的数字转型指数模型，从主营增长、智能运营和商业创新3个维度来设计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量表，示例题项如“本公司能够实现智能制造与柔性供应链”。完整的测量题项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测量题项
	变量
	测量题项

	企业动态能力（DC）
	本公司能先于多数竞争者察觉环境的变化（感知能力）

	
	本公司能从环境信息中发现可能的机会与威胁（感知能力）

	
	本公司能够有效地识别和引进新的信息和知识（学习能力）

	
	本公司能够有效地运用新知识来改进当前工作流程（学习能力）

	
	在我们公司，资源（如信息、时间等）在每位员工中合理地分配（协调能力）

	
	在我们公司，每位员工被分配的任务总是与其知识和技能相匹配的（协调能力）

	
	公司对于每位员工的任务和责任有较为清晰的了解（整合能力）

	
	公司对于每位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有较为清晰的了解（整合能力）

	企业知识禀赋（KE）
	相较于同行业中的其他企业，本公司拥有较大的人才优势（知识性资源）

	
	本公司拥有充足的知识型员工以确保在管理及技术创新上取得卓越成果（知识性资源）

	
	本公司在管理及技术创新方面拥有较多的知识产权（产权性资源）

	
	相较于同行业中的其他企业，本公司拥有较大的产权优势（产权性资源）

	内在转型需求（TN）
	智能化转型对于本公司发展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智能化转型能够给本公司带来许多有益之处

	
	本公司渴望通过智能化转型实现更好的发展

	
	本公司有强烈的智能化转型需求

	外部竞争压力（CP）
	本公司所在的行业竞争性较强

	
	本公司的竞争对手正在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

	
	本公司的竞争对手也在积极寻求向智能制造转型

	政府政策支持（PS）
	政府会为本行业企业提供智能化转型的政策性补贴

	
	本行业企业在智能化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受到法律法规的有效保护

	
	国家会从财政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全力支持本行业企业智能化转型

	
	政府出台企业智能化转型的税收减免政策

	数字基础设施（DI）
	[bookmark: _Hlk137886179]本企业所在地市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

	
	本企业所在地市拥有较为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

	
	本企业所在地市能够提供充足的数字基础设施保障

	智能化转型绩效（ITP）
	本公司能够针对客户个性化需求实现精准营销

	
	本公司能够基于用户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产品或服务

	
	本公司能够实现智能制造与柔性供应链

	
	本公司搭建了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体系与管控系统

	
	本公司构建了基于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



2.3  数据获取与样本构成
基于问卷星平台，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于2023年4月面向全国不同地区的企业发放结构性问卷。为确保数据质量，限定目标样本行业类型为制造业，且填写人员岗位为中高层领导者。截至2023年6月共回收问卷135份，剔除数据缺失严重、填写不规范等无效样本32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03份，有效样本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知，样本企业的行业类别、规模、年限和地域分布较为均衡；此外，通过观察样本数据可知，所选取的目标企业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智能化转型水平，因而能够有效地满足理论建构的需要。
表2  样本分布情况
	变量
	类别
	占比
	变量
	类别
	占比

	细分行业
	轻纺工业
	23.3%
	企业年限/年
	≤5
	8.7%

	
	资源加工业
	40.8%
	
	6～10
	12.6%

	
	机械、电子制造业
	35.0%
	
	＞10～15
	32.0%

	
	其他
	0.9%
	
	＞1～20
	28.2%

	企业规模
	微型企业
	6.8%
	
	＞20
	18.5%

	
	小型企业
	30.1%
	企业所在地
	东部地区
	38.8%

	
	中型企业
	49.5%
	
	中部地区
	31.1%

	
	大型企业
	13.6%
	
	西部地区
	30.1%


注：企业所在地的东、中、西部划分为政策上的划分，而非行政区划或地理概念上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台湾、香港、澳门等14省（市、特别行政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省（区、市、自治区）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信效度分析
数据收集完毕后，借助SPSS 26.0和Amos 24.0统计软件针对样本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的结果中可知，各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α）均大于0.8，表明当前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组合信度值（CR）介于0.816~0.916之间，均大于0.8标准[27]；平均方差萃取量（AVE）介于0.578~0.636之间，均大于0.5标准[28]，表明当前量表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此外，各变量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显著小于其平均方差萃取量的平方根，表明当前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综上，所用量表的信效度均符合要求。
表3  研究量表的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均值（mean）
	标准差（SD）
	相关系数
	测量量表

	
	
	
	1
	2
	3
	4
	5
	6
	7
	CR
	AVE
	α

	1.DC
	4.011
	0.818
	0.761
	
	
	
	
	
	
	0.916
	0.578
	0.915

	2.KE
	3.655
	0.914
	0.403
	0.764
	
	
	
	
	
	0.849
	0.584
	0.847

	3.TN
	3.917
	0.871
	0.264
	0.394
	0.778
	
	
	
	
	0.859
	0.606
	0.854

	4.CP
	4.061
	0.853
	0.366
	0.436
	0.352
	0.772
	
	
	
	0.816
	0.596
	0.814

	5.PS
	3.614
	1.007
	0.329
	0.240
	0.300
	0.257
	0.797
	
	
	0.875
	0.636
	0.874

	6.DI
	3.770
	0.964
	0.325
	0.287
	0.287
	0.375
	0.435
	0.784
	
	0.826
	0.614
	0.822

	7.ITP
	3.720
	0.951
	0.534
	0.479
	0.502
	0.540
	0.461
	0.534
	0.791
	0.893
	0.625
	0.892


注：斜对角线加粗数值为平均方差萃取量（AVE）的平方根。

3.2  数据处理
在确认数据质量符合要求后，对样本数据进行模糊集处理。具体操作如下：
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校准处理。由于变量在校准上不存在公认的标准，参考Andrews等的做法[29]，按照各个变量的实际取值情况分别选取各自的第5%、50%和95%分位数作为其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和完全隶属锚点，从而将各个变量的取值校准到0~1的区间范围内。各变量的锚点设置如表4所示。
表4  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锚点设置
	变  量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维度
	指标
	
	
	

	转型能力
	企业动态能力
	2.500
	4.250
	4.875

	
	企业知识禀赋
	2.000
	4.000
	4.950

	转型动机
	内在转型需求
	2.100
	4.250
	5.000

	
	外部竞争压力
	2.067
	4.333
	5.000

	转型机会
	政府政策支持
	1.750
	3.750
	5.000

	
	数字基础设施
	1.667
	4.000
	5.000

	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
	1.640
	4.000
	5.000



样本数据校准完毕后，对各个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分析，以判定是否存在导致高（或非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必要条件。根据表5所展示的必要性检验结果可知，所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系数均低于临界值0.9，表明任何一个条件变量都不构成高（或非高）智能化转型绩效出现的必要条件，即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的高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表5  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变量
	高智能化转型绩效
	非高智能化转型绩效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高企业动态能力
	0.772
	0.744
	0.617
	0.573

	非高企业动态能力
	0.557
	0.601
	0.724
	0.754

	高企业知识禀赋
	0.697
	0.757
	0.555
	0.581

	非高企业知识禀赋
	0.614
	0.589
	0.768
	0.710

	高内在转型需求
	0.735
	0.772
	0.592
	0.599

	非高内在转型需求
	0.618
	0.611
	0.774
	0.738

	高外部竞争压力
	0.746
	0.736
	0.620
	0.590

	非高外部竞争压力
	0.585
	0.615
	0.723
	0.733

	高政府政策支持
	0.733
	0.714
	0.614
	0.576

	非高政府政策支持
	0.565
	0.603
	0.695
	0.715

	高数字基础设施
	0.762
	0.749
	0.610
	0.578

	非高数字基础设施
	0.571
	0.603
	0.735
	0.748



在此基础上，运用fsQCA软件的真值表算法功能分别生成高智能化转型绩效和非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真值表。参照普遍采用的Campbell等[23]、杜运周等[30]的方法，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案例覆盖阈值设定为1.0，并将PRI一致性设定为0.7，由fsQCA软件计算得到简约解和中间解，经整理后形成的组态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样本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的组态效应分析结果
	条件组态
	高智能化转型绩效
	非高智能化转型绩效

	
	H1
	H2
	H3
	H4
	H5
	NH1

	
	H1a
	H1b
	H2
	H3
	H4a
	H4b
	H5a
	H5b
	NH1

	转型能力
	
	
	
	
	
	
	
	
	

	企业动态能力
	▲
	●
	●
	
	
	
	●
	▲
	

	企业知识禀赋
	▲
	●
	○
	
	●
	●
	
	
	○

	转型动机
	
	
	
	
	
	
	
	
	

	内在转型动机
	
	
	●
	●
	
	▲
	
	▲
	○

	外部竞争压力
	
	△
	▲
	●
	▲
	
	●
	
	○

	转型机会
	
	
	
	
	
	
	
	
	

	政府政策支持
	▲
	
	
	
	●
	●
	●
	▲
	○

	数字基础设施
	
	●
	
	●
	●
	●
	▲
	▲
	△

	一致性
	0.889
	0.924
	0.929
	0.909
	0.944
	0.937
	0.936
	0.945
	0.949

	原始覆盖度
	0.504
	0.387
	0.389
	0.529
	0.447
	0.439
	0.482
	0.468
	0.411

	唯一覆盖度
	0.050
	0.012
	0.014
	0.036
	0.003
	0.006
	0.014
	0.010
	0.411

	解的一致性
	0.856
	0.949

	解的覆盖度
	0.713
	0.411


注：●表示作为核心条件且在本组态中存在，○表示作为核心条件但在本组态中缺失，▲表示作为边缘条件且在本组态中存在，△表示作为边缘条件但在本组态中缺失，空格表示该条件可有可无。

最后，参考杜运周等[30]的方法，通过调整案例覆盖阈值和PRI一致性的方式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具体而言，依次将案例覆盖阈值从1调整为2、PRI一致性值从0.7调整为0.75，新产生的结果与原先结果差异较小，说明结论稳健，可进行组态效应的分析。
3.3  组态分析结果
通过对样本企业的转型能力、转型动机以及转型机会进行组态效应分析，识别了8种导致制造企业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条件组态和1种导致制造企业非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条件组态。
3.3.1  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条件组态分析
[bookmark: _Hlk138233879]表6展示了得到的8种导致制造企业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条件组态（H1a~H5b），其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856，表明满足这8种条件组态的案例中有85.6%的制造企业表现出高智能化转型绩效；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713，说明这8种条件组态能够解释71.3%的高智能化转型绩效案例。解的一致性和解的覆盖度均超过临界值要求，可以进行具体条件组态的分析，进一步将这8种条件组态划分为五大组态类型，即能力主导机会支持型（H1）、动机主导能力支撑型（H2）、动机主导机会支持型（H3）、机会主导能力支撑型（H4）和能力、动机、机会兼备型（H5）。具体分析如下：
构型1a和构型1b表明，拥有较强动态能力和知识禀赋的制造企业能够在一定的转型机会（政府政策或数字基础设施）支持下实现高水平的智能化转型绩效。其中，企业动态能力和企业知识禀赋这两种条件均需具备，且均为核心条件，这意味着在该条件组态中转型能力是促使制造企业实现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主导因素；而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所面临的外部机遇，如政府部门在智能化转型方面的政策支持或制造企业所在省份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则为其成功实现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因此，将该类条件组态命名为“能力主导机会支持型”。其中，构型1a能够解释50.4%的制造企业高智能化转型绩效案例，约5%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构型1b能够解释38.7%的制造企业高智能化转型绩效案例，约1.2%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
构型2表明，当制造企业在内在转型需求和外部竞争压力的共同驱使下表现出强烈的智能化转型动机时，即使其自身存在转型知识和人才方面的欠缺，同样能够凭借较强的动态能力实现高水平的智能化转型绩效。其中，内在转型动机和外部竞争压力这两种条件均需具备，表明在该条件组态中，转型动机是促使制造企业实现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主导因素；同时，企业动态能力是该条件组态中的一个核心条件，表明企业动态能力对其成功实现智能化转型起到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因此，将该类条件组态命名为“动机主导能力支撑型”。该路径能够解释38.9%的制造企业高智能化转型绩效案例，其中约1.4%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
构型3表明，在充分的数字基础设施保障下，拥有较强内在转型动机和外部竞争压力的制造企业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智能化转型绩效。其中，内在转型动机和外部竞争压力这两种条件均需具备，且均为核心条件，表明在该条件组态中，转型动机是促使制造企业实现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主导因素；同时，数字基础设施也是该条件组态中的一个核心条件，说明仅凭制造企业自身强烈的转型动机仍不足以促使其成功实现智能化转型，还需要得到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这一外部机遇的支持。因此，将构型3命名为“动机主导机会支持型”。该路径能够解释52.9%的制造企业高智能化转型绩效案例，其中约3.6%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
构型4a和4b表明，在面临充分的政府政策支持和数字基础设施保障时，拥有知识禀赋的制造企业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智能化转型绩效。其中，政府政策支持和数字基础设施这两种条件均需具备，且均为核心条件，表明在该条件组态中，转型机会是促使制造企业实现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主导因素；同时，企业知识禀赋也是该条件组态中的一个核心条件，说明即使在转型机会充足的情况下，要想实现成功的智能化转型，还有赖于制造企业拥有充分的知识和人才储备。因此，将构型4命名为“机会主导能力支撑型”。其中，构型4a能够解释44.7%的制造企业高智能化转型绩效案例，约0.3%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构型4b能够解释43.9%的制造企业高智能化转型绩效案例，约0.6%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
构型5a和5b表明，当制造企业同时具备转型能力、转型动机和转型机会时，其也将实现高水平的智能化转型绩效。在该类条件组态中，转型能力、转型动机和转型机会均需具备，且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将构型5命名为“能力、动机、机会兼备型”。其中，构型5a能够解释48.2%的制造企业高智能化转型绩效案例，约1.4%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构型5b能够解释46.8%的制造企业高智能化转型绩效案例，约1%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
3.3.2  高智能化转型绩效条件组态的典型案例分析
（1）能力主导机会支持型
浙江JLQ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JL”）是能力主导机会支持型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制造业的大力扶持下，JL瞄准新能源智能汽车新趋势积极布局数字化转型，借助政策红利，结合自身在产权、人才等知识性资源方面的优势，在新能源智能汽车领域做到了后来居上。
作为车企的HCQC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C”）同样可作为能力主导机会支持型的一个典型案例。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完善，HC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以实现基于数据为用户提供智能解决方案，凭借着对新兴数字技术敏锐的洞察力，率先将5G技术应用到汽车的研发与生产中，同时通过搭建智能决策系统并搭配知识型与技能型员工，强化了企业对用户问题的分析、维护及预测能力，实现了智能化水平的大幅提升。
因此，结合构型1a、1b以及JL、HC的智能化转型经历，提出命题1：具备充分转型能力的制造企业在一定的外部机会支持下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智能化转型绩效。
（2）动机主导能力支撑型
上海CGWJ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CG”）是动机主导能力支撑型的一个典型案例。随着文体用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加之自身对于客户偏好精准把控的需求，CG作为行业巨头率先布局智能化转型，凭借敏锐的环境洞察力和对于内外部资源的整合与协调能力（如与国内某智能装备生产商开展长期合作），目前拥有被誉为“全能工厂”的世界一流文具生产基地，生产的产品也常常由于创意十足而深受市场喜爱。
[bookmark: _Hlk138191549]因此，结合构型2和CG的智能化转型经历，提出命题2：拥有强烈转型动机的制造企业在一定的转型能力支持下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智能化转型绩效。
（3）动机主导机会支持型
MD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D”）是动机主导机会支持型的一个典型案例。作为一家老牌的家电制造企业，MD早在2011年就开始布局向智能化转型，出于对接市场、降低成本、增强生产、提升效率、应对竞争等一系列考虑，过去十余年来，始终将智能化作为公司的重要战略目标，而近年来不断发展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则为MD成功实现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例如，MD积极开展与外部信息科技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充分地将新兴数字技术融入到自身生产、运营过程中，从而提升公司的智能化水平。这使得MD成功地完成了从数字化1.0到数字化2.0的转型。
因此，结合构型3和MD的智能化转型经历，提出命题3：拥有强烈转型动机的制造企业在一定的转型机会支持下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智能化转型绩效。
（4）机会主导能力支撑型
NDSD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NDSD”）是机会主导能力支撑型的一个典型案例。由于新能源电池的生产属于离散型制造，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存在着工艺复杂、流程冗长、标准化程度低、质量检测低效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难以得到有效地解决，从而极大地限制了NDSD的效益，而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AI）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完善，NDSD才得以借此优化工艺流程、提升精度以及降低废品率，并提升公司整体的智能化水平，因此，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是NDSD实现高智能化水平的重要外部机遇。此外，国家在新能源领域的政策扶持，以及NDSD自身在产权、人才等知识性资源方面的积累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结合构型4和NDSD的智能化转型经历，提出命题4：拥有充分转型机会的制造企业在一定的转型能力支持下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智能化转型绩效。
（5）能力、动机、机会兼备型
广东CYJMJS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Y”）是能力、动机、机会兼备型的一个典型案例。作为一家中小型的精密电子零组建制造企业，CY过去面临着劳动力成本高昂、加工数据采集周期长保存难、生产运营相互割裂等一系列问题，随着国家对于精密制造业扶持力度的进一步加大，CY积极寻求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变，凭借着对AI、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的敏锐洞察，并紧密联合外部信息科技企业进行前瞻性布局，目前已经实现了“无人车间”的突破，公司效益得到大大提升。
因此，结合构型5和CY的智能化转型经历，提出命题5：兼具转型能力、转型动机和转型机会的制造企业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智能化转型绩效。
3.3.3  非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条件组态分析
除了上述8种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条件组态外，本研究还识别了1种导致制造企业非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条件组态（NH1）。其解的一致性为0.949，表明满足该条件组态的案例中有94.9%的制造企业表现出非高智能化转型绩效；解的覆盖度为0.411，说明该条件组态能够解释41.1%的非高智能化转型绩效案例。解的一致性和解的覆盖度均超过临界值要求，可以进行具体条件组态的分析。
构型NH1表明，当制造企业在转型能力、转型动机和转型机会3个方面均有所欠缺时，难以实现高水平的智能化转型绩效。在该类条件组态中，转型能力、转型动机和转型机会均需缺失，且均为核心条件，因此，将构型NH1命名为“能力、动机、机会兼不具备型”。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bookmark: _Hlk86693641]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组态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实证探讨了转型能力（企业动态能力、企业知识禀赋）、转型动机（内在转型需求、外部竞争压力）以及转型机会（政府政策支持、数字基础设施）三者对于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第一，转型能力、转型动机以及转型机会均无法单独构成制造企业高（或非高）智能化转型绩效的必要条件，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的高低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有8种条件组态能够促使制造企业实现高智能化转型绩效，并可依据其条件构成进一步划分为能力主导机会支持型、动机主导能力支撑型、动机主导机会支持型、机会主导能力支撑型和能力、动机、机会兼备型五大组态类型。第三，有1类条件组态会导致制造企业无法实现高智能化转型绩效，并可依据其条件构成归纳为能力、动机、机会不兼具备型。
4.2  实践启示
本研究结论具有如下实践启示：首先，转型能力、转型动机以及转型机会三者并发协同效应的存在表明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问题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对此，制造企业在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不应只关注能力、动机和机会单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是应该对其三者情况进行综合性考量。其次，不同条件组态之间存在的殊途同归效应表明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存在着多元路径选择，对此，制造企业在智能化转型过程中可以结合自身能力、动机和机会现状选择合理的转型升级路径，从而更为有效地实现智能化转型升级。
4.3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着以下局限性：首先，尽管通过跨案例间的定性比较，相较于回归分析而言，能够实现对于个案的更为深入的审查，但无法像案例研究一样提供关于“为什么这样的条件组态有利于制造企业实现高水平的智能化转型绩效”问题的更为深刻的解答，对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作出探究，从而揭示不同条件组态对于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的影响机制。其次，所采用的数据皆为截面数据，这使得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采用时间序列数据以及更为先进的动态QCA方法，进一步验证这项研究的结论以及探究不同影响因素与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绩效之间更为复杂的动态演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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